
 

 

农业补贴、要素相对价格与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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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业补贴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并

未得到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规模过小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现状并未改变。文章从理论角度将

现有农业补贴分成普惠类、资本类及奖励类三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业补贴对要素相对价格及农

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 2011 年和 2018 年的千村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小农户的

农地租出率呈下降趋势，自主经营和撂荒比率呈上升趋势，而种植大户的农地租入率则越来越高。

资本类补贴降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促进了农户资本投入的增加，进而提高了种植大户租入

农地的意愿；奖励类补贴类似于效率工资，其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相对于非农就业的收益，降低了

小农户租出农地的意愿或者使得小农户在转让的过程中抬高农地租金进而提高了种植大户租入农

地的成本，由此降低了奖励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促进作用；普惠类补贴则类似于生息资产

产生的红利，对农地流转具有正向的影响。资本类补贴和普惠类补贴对农地流转的正效应在非主产

区的正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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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城镇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同时，我

国农地的细碎化、规模小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农业生产特质也诱发了对“谁来种地”和粮食安

全的担忧。为改善农业生产现状，从 2002 年的良种补贴试点到完善农业“四项补贴”政策并全面

取消农业税，中国的农业补贴已经从“流通暗补”转变为“生产明补”。2004−2016 年补贴的范围

和强度也迅速扩大，四项补贴金额从 145 亿元增加到 1 652 亿元。政府希望通过农业补贴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民则更多关注收益的大小，在现有的农地制度背景下，农业产

值虽然逐年提高，但农业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同时，在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和农业生产

成本“地板”抬升的双重挤压下，农户的收益较低甚至出现亏损的状况，农民的收入与生产积极

性并未得到有效提高，“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状愈发严重，政策的“目标悖论”愈发凸显。

事实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不仅使得农业生产劳动投入减少，劳动要素的相对稀

缺也诱发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对农业生产规模化的需求。虽然农地流转规模呈现出逐年扩

大的趋势，但流转率依然处于低位，1995 年农地户均流转转出和转入规模分别为 0.11 亩和 0.2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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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户均流转转出和转入规模分别达到 0.92 亩和 0.81 亩，转入转出面积仅占年末耕地面积

的 12.67% 和 11.15%。①土地流转率较低是否与我国设置的农业补贴有关呢？

关于农业补贴，现有学者的探讨主要从农户行为和农业产出的角度出发（Binswanger，1986；

Huang 等，2013），也有从补贴目标、经营规模和观念变迁等角度（赵德余，2010；程国强和朱满德，

2012；于晓华等，2017）讨论补贴政策的影响。但是关于农业补贴效果的评价结论并不一致，一部

分学者认为作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农业补贴在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方面具有

较好的作用（Ahearn 等，2006；Weber 和 Key，2012；Just 和 Kropp，2013；Moro 和 Sckokai，2013；王欧

和杨进，2014；高鸣等，2017）。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农业补贴的效果并不理想（穆月英和

小池淳司，2009；黄季焜等，2011；Papageorgiou，2015）。其中，Card 和 Hyslop（2005）通过对加拿大的

数据讨论发现，农业补贴并不能带来长期福利的增长；House 和 Shapiro（2008）利用美国的数据分

析也发现补贴的长期效应不明显；钟春平等（2013）通过对安徽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业补

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而且补贴并不会改变农产品价格较低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造成的

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下的局面。也有学者探讨了农业补贴在要素配置方面的影响，钟甫宁等

（2008）的研究表明，农业税改革和农业补贴不会影响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但会促进地租上涨；冀

县卿等（2015）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农业补贴发放对象和补贴力度可能对农地流转产生不一致的

影响；高鸣等（2016）的研究发现，农业补贴对提高小麦生产效率的作用并不大。

已有的相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在农业补贴对要素市场的影响方面，尤

其是从要素相对价格方面探讨补贴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现有的农业补贴可以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类补贴，资本类补贴会降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促进农户资本投入的增

加，当资本投入增加时，农户为了分摊资本所形成的固定成本，必然引致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张的

需求，从而促进种植大户租入农地，对农地流转产生正影响。第二类为奖励类补贴，包括水稻、大

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等，奖励类补贴类似于效率工资，可以增加务农相对于非农就业的收益，提

高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使得小农户不愿租出农地或者在转让的过程中抬高农地租金而使

得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成本上升，进而降低了奖励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促进作用。第

三类补贴为普惠类补贴，普惠类补贴类似于生息资产产生的红利，普惠类补贴虽然不会影响相

对价格（包括资本劳动、务农与非农），但是普惠类补贴的对象基本上是拥有承包权的农户，并且

普惠类补贴是否发放的标准基本上只是审核农户所承包的农地是否农用，而并不考察谁来种

植，即使租出农地的农户将经营权出租而保有承包权，其依然可以获得普惠类补贴，持有的红利

也并不会减少，因而普惠类补贴对农地流转往往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现

有的农业补贴政策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农地流转呢？两种作用孰大孰小呢？如何能解决政策的

目标悖论呢？这是本文重点关注和讨论的内容。为此，我们构造了农户参与农业生产和农地流转

的决策理论，并利用 2011 年和 2018 年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分粮食主

产区和非主产区讨论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异质性影响，以期能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激发乡村发

展活力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

（一）农业补贴影响农地流转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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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和贷款贴息补贴等方

面 。 1 9 5 0− 1 9 9 3 年 ， 政 府 以 剪 刀 差 的 方 式 补 贴 工 业 ， 使 得 农 业 长 时 间 处 于 负 补 贴 状 态 ；

1994−2003 年，政府实行保护价收购余粮政策，并出台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制度；2004 年以来，补

贴种类逐渐增加，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以及试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

2006 年开始实行农资综合直补等。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农业补贴种类和范围不断增加，如

山西、江苏开展的秸秆还田作业补贴、陕西省的玉米地膜补贴等；而良种补贴也从最初的水稻、

小麦、玉米补贴扩大到马铃薯、棉花、花生和青稞等农作物。

关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依据是否直接支付给农民，可以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依据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农业补贴的相关规定，可以分为“黄箱”“绿箱”“蓝箱”政策和出口补贴政策

等；而依据农产品流通环节可将农业补贴分为消费环节补贴、流通环节补贴和生产者环节补贴；

也有依据计税方式与农业生产是否相关而将补贴分为脱钩补贴和挂钩补贴。尽管不同组织对农

业补贴的分类各不相同（柯柄生，2018），但是对于农户而言，获得农业补贴，既能增加农业收入，

增加农户务农对非农就业的相对收入，也能减少农户要素投入的成本，从而降低资本和劳动的

相对要素价格，进而增加农户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农户总收入。本文将农业补贴分为三类：奖励

类补贴、资本类补贴及普惠类补贴，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模型分析各种补贴对农业生产及农户生

产行为的影响。

从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农业补贴不仅会对农业生产形成激励

机制，促使农业生产向纵深分工和专业化的现代化农业大生产模式转变，而且也会直接或者间

接地影响农业经营主体使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机器进行农业迂回化生产（杨小凯，2003；向国成，

2005）。

从三类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奖励类补贴主要增加

农业收入，增加务农对非农就业的相对收入，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奖励类补贴类似于

效率工资，能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促进种植大户租入农地，抑制小农户租出农地（如图 1 中

路径①和路径②）。资本类补贴主要指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补贴，比如农业机械补贴，资本类

补贴主要是降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加快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即激励农户增加资本投

入，进而引致规模化的生产需求，使得种植大户租入农地（如图 1 中路径③）。普惠类补贴是我们

常说的脱钩补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该类补贴是依据其农民身份或者承包权所获

得的，是与农户的生产决策或者是相对要素价格（务农与非农就业、资本劳动价格）无关的补贴

（如图 1 路径④）；并且普惠类补贴对象是具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户，现有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中的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属于普惠类补贴。
 

①② ①

②

③
③

④ ④

农业补贴

总收入

资本类

奖励类
农业收入

（务农对非农就业相对收入）

农业成本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普惠类

 
图 1    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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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

假设现有的农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其中，小农户为部分参与市场的农民，其期望在家

庭已有的资源约束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土地是小农户重要的要素资源，其目标为要素收益最大

化；种植大户（或者专业化公司）指追求利润的厂商，土地是其生产投入，其目标为实现利润最大

化。以此为基础，分小农户和种植大户来探讨农地流转规律。我国现有的农地存在三种状态：第

一种被用于规模化生产（主要为种植大户或者是专业化公司等）；第二种被用于小农户耕种，主

要投入为劳动投入，机械化程度较低（小农户自己经营）；第三种为撂荒状态，即农地未被配置在

农业生产中。农地从第二种状态转变为第一种状态或者第三种状态转变为第一种状态时，即文

章所讨论的农地流转。

G (φ)

G (φ) = 1− (φmin/φ)k

农地被配置给种植大户时，其价格为 ub，假定 Tb 为种植大户耕种的农地，Ts 为小农户耕种的

农地，撂荒农地为 Ts
e，Ts−Ts

e 为小农户持有的有效配置农地。θb∈[0，1]表示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

的 规 模 化 程 度 或 者 机 械 化 程 度 。 假 设 农 户 获 取 生 产 效 率 值 并 服 从 高 斯 分 布 ， 也 即 ：

，则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函数为：

TC (q,φ) = f0+q
[
uθbb w1−θb

]
/φ （1）

式中，f0 为固定成本，结合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利润函数：

π(φ)b1 = − f0+
r (φ)
σ
= (φ/uθbb w1−θb )σ−1B− f0 = ϕd(φ∗)σ−1− f0 （2）

B = (1−ρ) A/ρ1−σ

r (φ) = R(
p (φ)

P
)1−σ

ϕd(φ∗)σ−1− f0 = 0

式中， 表示消费者对差异化农产品的需求水平，其中，A 衡量了消费者对差异化农

产 品 的 总 需 求 。 消 费 者 支 出 ， 规 模 化 生 产 的 大 户 退 出 时 利 润 等 于 0 ， 即 ：

，将农户的成本与收益代入其利润方程得到：

∫ ∞φ∗ (ϕd

(
φ∗)σ−1− f0

)
dG (φ) = fe （3）

利用包络定理，要素市场出清时满足：

∫ ∞φ∗ DbdG (φ) = Tb, ∫ ∞φ∗ DsdG (φ) = T s−T e
s , ∫

∞
φ∗ DLdG (φ) = L （4）

φ∗ =

[
fe (k−σ+1)

f0 (σ−1)

]
ub

w
=

L (1− θb)
Tbθb

式 中 ， D b 和 D L 为 土 地 和 劳 动 两 种 要 素 的 需 求 函 数 ， 小 农 户 的 土 地 收 益 等 于 其 农 地 租 金 ，

， 。小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由于不需要支付大量固定成本（大型

机械投入），因而将小农户所支付的固定成本标准化为 0；为简化模型讨论，同时将小农户外包某

些环节的雇佣或者购买的服务也当作一种雇佣，此时的 θb=0。小农户生产 q 单位的农业产品的

成本函数为：

TC (q,φ) = qw/φ （5）

π(φ)s1 =
r (φ)
σ
= (φ/w1−θb )σ−1B = ϕ0(φ∗)σ−1小农户的要素收益函数为： ，如果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

收益高于租金收入，就会选择将农地留在手中而从事小规模生产，或者是将生产过程中的某一

部分外包出去。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临界条件为其利润等于租金。

ϕ0(φ∗)
σ−1
= ub （6）

而如果农地在小农户投入生产时并不能给农户带来正的收益，同时又没有种植大户的需

求，就会使得农地被撂荒，即土地并不会给所有农户带来正的收益（预期收益小于 0，fe<0）。

∫ φ
∗

0 ϕd

(
φ∗)σ−1− f0

)
dG (φ)+ ∫ ∞φ∗

(
ϕ0(φ∗)

σ−1−ub

)
dG (φ) = fe1 （7）

假说 1：小农户租出农地时，将农业经营收入扣除雇佣劳动的支出（或者农业生产中劳动投

入，即非农就业收入）和资本分摊后的收益作为农地租出的机会成本，当机会成本大于农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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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小农户考虑租出农地。

δ = ζ f0+τw+∂
(
T s−T e

s

)
,ρ > 0, τ > 0,∂ > 0

∂
(
T s−T e

s

)
考虑到农户所获补贴， ，其中 ζf0 为资本类补贴，可降

低资本价格；奖励类补贴则会增加农业生产收入，使得务农相较于非农工资收入增加 τw；普惠类

补贴主要是针对农户身份或者是承包权所获得的补贴，同时，普惠类补贴多与农地是否农用有

关，农地撂荒将不能获得补贴，即普惠类补贴为： 。

均衡时，小农户经营农地所带来的收益扣除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后等于租出农地的

租金收入；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收益扣除劳动投入的成本、资本的分摊及农地的租金支出后利

润为 0。此时，小农户的生产模型为：

π(φ)s2 = (1−τ)(1−σ)ϕ0(φ∗)
σ−1
= ub （8）

大规模生产的农户生产模型为：

π(φ)b2 = (1−τ)(1−θb )(1−σ)ϕd(φ∗)σ−1+ (ζ −1) f0 = 0 （9）

π(φ)b2 > 0

π(φ)s2 < ub

农地流转决策过程中，大规模农户租入农地的生产决策模型为 ，小农户转出农地的

决策模型为 ，而如果农地在小农户投入生产时并不能给农户带来正的收益，同时又没

有种植大户对此农地有需求时，就会造成农地被撂荒，即并不会给所有农户带来正的收益。

fe2 = ∫ φ
∗

0 [(1−τ)(1−θb )(1−σ)ϕd

(
φ∗)σ−1+ (ζ −1) f0

]
dG (φ)

+ ∫ ∞φ∗ [(1−τ)(1−σ)ϕ0(φ∗)
σ−1−ub]dG (φ)+∂

(
T s−T e

s

) （10）

假说 2：资本类补贴可降低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促进资本投入增加，进而引致农业生产的

规模化，增加种植大户租入农地意愿，对农地流转能产生正的影响；奖励类补贴影响务农对非农

就业的相对收入，类似于效率工资，其能增加务农相对非农的就业收益，降低小农户租出农地的

意愿，抑制农地流转；普惠类补贴被小农户视为土地持有红利，现有补贴对象和发放方式的存在

往往会使普惠类补贴对农地流转产生正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2011 年千村调查数据中，与小农户农地租出相关的问题是“今后几年内，想以流转出去的方

式经营家庭承包地”；与种植大户的农地租入相关的问题是“今后想扩大粮食生产经营规模”。

而 2018 年千村调查数据中，与小农户农地租出相关的问题是“是否租出农地”；与种植大户农地

租入相关的问题是“租入农地”。考虑到小农户农地租出和种植大户的农地租入都为 0-1 变量，

因而选择 probit 模型，Y1i 表示小农户将农地租出，Y2i 表示种植大户扩大种植规模，下标 i 表示单

个农户家庭，具体的回归方程是：

Pr
(
Y ji = 1

)
= β0i+β1iζi+β2iτi+β3i∂i+β4iwi+

∑
γmi xmi+εi, j = 1,2 （11）

ζi 为农户所获得的资本类补贴，τi 为农户所获得的奖励类补贴，∂i 为农户所获得的普惠类补

贴，wi 为工资性收入，γ、β 为待估系数。xmi 为其他控制变量，家庭因素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

育程度和家庭总人数；村域因素包括：村庄外出务工率和村庄地貌等；εi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小农户农地租出、农地撂荒、自己经营和种植大户农地租入为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根据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传导机制的概念模型，文章的解释变量包括补贴（普

惠类补贴、资本类补贴、奖励类补贴）和工资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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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为了考察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家庭因素，包括户主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总人数等，而资源禀赋因素对农户规模化生产也会有一定影响，因

此加入了村庄的地形地貌及村庄劳动力外出率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地租入 种植大户农地租入意愿（愿意=1，不愿意=0）

农地撂荒 未来小农户经营承包地方式（撂荒=1，不撂荒=0）

农地租出 未来小农户经营承包地方式（农地流转=1，不流转=0）

自己经营 未来小农户经营承包地方式（自己经营=1，不自己经营=0）

解释变量

普惠类补贴
村里亩均补贴标准×家庭拥有耕地面积（2016 年全面推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之后，农户根据其家庭

耕地面积所领取的补贴，2011 年农户没有获得普惠类补贴）

资本类补贴 农机补贴和农地报废补贴（万元）

奖励类补贴 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化肥补贴及其他与农户生产规模有关的补贴（万元）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万元），主要是指自己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包括在本乡镇或者是外乡镇的，如果从事

农业生产，即为其在本乡镇工作收入预期或者是家庭其他成员人均工资收入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文章将户主年龄筛选为 16-64 岁

性别 男性=1，女性=0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家庭总人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包括外出和未外出的人数

村庄外出率 外出劳动力人数/农村劳动力总数

村庄地貌 1=平原，2=盆地，3=丘陵，4=山区，5=高原

　　资料来源：上海财经大学 2011 年和 2018 年千村调查。
 
 

（三）数据与变量统计描述

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1 年和 2018 年“中国千村调查”。

2. 变量统计描述。表 2 汇报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结果，数据显示：2011 年小农户的农地租

出率为 26%，自主经营为 72%，撂荒率为 2%；2018 年小农户的农地租出率为 16%，自主经营为

81%，撂荒率为 3%，即与 2011 年相比，农户的农地租出率有所下降，自主经营比率有所上升，这可

能与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趋势越来越大有关，也与 2018 年的村庄劳动力外出率（30%）低于

2011 年（32%）的现象相互佐证。同时，农户的撂荒率也有所提升。种植大户 2011 年农地租入比

率为 50%，2018 年农地租入比率为 71%，相较于 2011 年，种植大户 2018 年的农地租入意愿有所

提高。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

2011 年普通农户 2011 年种植大户 2018 年普通农户 2018 年种植大户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

变量

农地租入 1 974 0.50 0.50 773 0.71 0.45

农地撂荒 8 125 0.02 0.14 5 755 0.03 0.18

农地租出 8 125 0.26 0.44 5 755 0.16 0.36

自己经营 8 125 0.72 0.45 5 755 0.81 0.39

解释

变量

普惠类补贴 5 755 0.10 0.34 773 0.30 0.89

资本类补贴 1 976 0.20 1.39 773 0.07 0.27

奖励类补贴 8 132 0.07 0.34 1 976 0.67 3.48 5 755 0.08 0.51 773 0.17 1.46

工资性收入 8 132 1.83 3.36 1 976 1.57 3.49 5 755 0.11 0.23 773 0.1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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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为 2011 年的实证回归结果，在加入家庭和村庄因素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2011 年的

农业补贴还未涉及普惠类补贴，农业补贴的解释变量中只有奖励类补贴和资本类补贴。回归结

果显示，奖励类补贴对小农户农地租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对种植大户农地租入的影响不显著；资

本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显著为正，即验证了文章的理论假设 2，资本类补贴会降低

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进而促进资本投入的增加，产生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需求，从而带动种

植大户增加农地租入，对农地流转产生了正的影响；奖励类补贴影响务农对非农就业的相对收

入，类似于效率工资，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相对于非农就业的收益，降低了小农户租出农地的意

愿或者使得小农户在租出农地过程中抬高农地租金，增加了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成本，进而降

低了种植大户因奖励类补贴类似效率工资所带来的相对收益，提高了对租入农地的正影响，使

得奖励类补贴对租种大户的影响不显著。

 

续表 2    主要变量描述

2011 年普通农户 2011 年种植大户 2018 年普通农户 2018 年种植大户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控制

变量

年龄 8 132 46.70 9.89 1 976 48.15 8.97 5 755 43.30 13.11 773 42.39 12.81

性别 8 129 0.67 0.47 1 976 0.77 0.42 5 755 0.55 0.50 773 0.51 0.50

受教育程度 8 132 7.86 3.39 1 976 7.91 3.27 5 676 8.40 3.98 764 8.25 3.94

家庭总人数 8 132 4.39 1.67 1 976 4.81 1.72 5 755 3.46 1.78 773 3.54 1.76

村庄外出率 7 690 0.32 0.24 1 893 0.32 0.24 5 755 0.30 0.28 773 0.30 0.28

村庄地貌 7 820 1.99 1.22 1 921 1.97 1.22 5 755 2.23 1.29 773 2.20 1.30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一）

小农户 种植大户

（1）农地租出 （2）农地租出 （3）农地租出 （4）农地租出 （5）农地租入 （6）农地租入 （7）农地租入 （8）农地租入

奖励类补贴 −0.2506*** −0.2339*** −0.2561*** −0.2850*** 0.0004 0.0008 0.0013 −0.0013

（0.0833） （0.0816） （0.0887） （0.0915） （0.0085） （0.0087） （0.0088） （0.0087）

资本类补贴 0.0652*** 0.0579** 0.0564** 0.0579**

（0.0252） （0.0251） （0.0251） （0.0252）

工资性收入 0.0567*** 0.0535*** 0.0531*** 0.0499*** 0.0564** 0.0540** 0.0594**

（0.0049） （0.0050） （0.0051） （0.0051） （0.0248） （0.0254） （0.0255）

年龄 −0.0213* −0.0174 −0.0173 −0.0007** −0.0007** −0.0007***

（0.0110） （0.0114） （0.0114） （0.0003） （0.0003） （0.0003）

年龄平方 0.0002* 0.0002 0.0002 0.2092*** 0.2025*** 0.2269***

（0.0001） （0.0001） （0.0001） （0.0696） （0.0710） （0.0715）

性别 −0.0475 −0.0457 −0.0369 0.0149 0.0166* 0.01

（0.0328） （0.0337） （0.0338） （0.0097） （0.0098） （0.0100）

受教育程度 0.0332*** 0.0341*** 0.0324*** 0.0099 0.0111 0.0178

（0.0051） （0.0052） （0.0052） （0.0170） （0.0172） （0.0174）

家庭总人数 −0.0344*** −0.0329*** −0.0292*** −0.0138* −0.0123 −0.0164**

（0.0098） （0.0101） （0.0101） （0.0079） （0.0079） （0.0079）

村庄外出率 0.0003 0.0272 0.0199 0.086

（0.0655） （0.0659） （0.1226） （0.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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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面推开“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

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主要发放给拥有承包耕地的农户，因而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演变成了普惠类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要体现为“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

谁”，因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实际上属于奖励类补贴，而农机购置补贴依然为资本类补贴。

2018 年数据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4）显示，普惠类补贴对小农户农地租出的影响不显著，对种植大

户农地租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理论部分讨论的结果一致，普惠类补贴的存在使得农户

将农地当作生息资产，在农地的补贴对象为承包耕地的农户的条件下，以及现有补贴发放方式

下，农户租出农地只是转让经营权，还保有承包权，其依然可以获得普惠类补贴，所持有的红利并

不会减少，因而在实际租出农地时，普惠类补贴会促进种植大户租入农地，并对农地流转产生正

的影响。奖励类补贴对小农户的农地租出和种植大户的农地租入影响不显著，资本类补贴对种

植大户农地租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资本类补贴主要是影响了农户的资本投入价格，当资本类补

贴增加时，农户的资本投入价格降低，即理论部分所讨论的固定成本投入相对减少，而当种植大

户进一步扩大规模时，将会使单位农地分摊成本进一步减少，进而促进农户租入农地，同时资本

价格下降，进一步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农地流转，即资本类补贴

对农地流转产生了正的影响。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二）

小农户 种植大户

（1）农地租出 （2）农地租出 （3）农地租出 （4）农地租出 （5）农地租入 （6）农地租入 （7）农地租入 （8）农地租入

奖励类补贴 0.0100 0.0130 0.01430 0.0138 −0.0219 −0.0267 −0.0248 −0.0363

（0.0388） （0.0394） （0.0397） （0.0397） （0.0582） （0.0612） （0.0614） （0.0610）

资本类补贴 0.4113* 0.4371* 0.4437* 0.4610**

（0.2258） （0.2270） （0.2293） （0.2284）

普惠类补贴 0.0766 0.0684 0.072 0.0671 0.2664*** 0.2978*** 0.2956*** 0.2875***

（0.0510） （0.0515） （0.0514） （0.0517） （0.1020） （0.1067） （0.1073） （0.1052）

工资性收入 0.2217*** 0.2449*** 0.2446*** 0.2338*** −0.0165 −0.0121 −0.0117 −0.0097

（0.0817） （0.0848） （0.0848） （0.0850） （0.0344） （0.0344） （0.0342） （0.0335）

家庭因素 NO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村庄外出率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YES

村庄地貌 NO NO NO YES NO NO NO YES

_cons −1.0392*** −1.5794*** −1.6540*** −1.5136*** 0.4829*** 0.4348 0.3834 0.6988

（0.0231） （0.2257） （0.2276） （0.2308） （0.0540） （0.5506） （0.5540） （0.5670）

　　注：表 4 为 2018 年数据回归结果。

 

续表 3    基准回归结果（一）

小农户 种植大户

（1）农地租出 （2）农地租出 （3）农地租出 （4）农地租出 （5）农地租入 （6）农地租入 （7）农地租入 （8）农地租入

村庄地貌 −0.0513*** −0.1244***

（0.0135） （0.0246）

−0.7498*** −0.3291 −0.4285 −0.3267 −0.0154 −1.3988** −1.3670** −1.2189**

（0.0185） （0.2552） （0.2642） （0.2656） （0.0288） （0.5820） （0.5991） （0.6020）

N 8 125 8 123 7 686 7 686 1 974 1 974 1 891 1 89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统同。表 3 为 2011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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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补贴在两年数据回归中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奖励类补贴在 2011 年对小农户租出农

地的影响显著为负，在 2018 年的回归中，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奖励类补

贴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但在小农户实际租出农地行为中的负影响不显

著。奖励类补贴对小农户的租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不同，主要原因是农户的个人预期与现实存

在一定的偏差，奖励类补贴的存在会降低农户租出农地的意愿，但在实际中，奖励类补贴金额并

不大，较高的非农收入使得奖励类补贴对农户实际租出农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随着我国农业

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农产品的价格涨幅却不大，农业生产收益并不高，尤其是最近几年，种植农

产 品 的 收 益 逐 渐 下 降 ， 2011 年 三 种 粮 食 作 物 的 亩 均 利 润 为 250.76 元 ， 2017 年 亩 均 利 润 为

−12.53 元，大豆、花生、油料、棉花以及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利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有的

农作物在 2017 年的亩均利润甚至为负。事实上，2018 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已经不是主要的收

入来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 5 996 元，高于经营性收入 5 358 元，

农民工月均收入 3 721 元。这种意愿和行为不一致的现象恰好与奖励类补贴对小农户自己经营

和农地撂荒影响的实证结果相互佐证，奖励类补贴对农户自己经营和农地撂荒意愿的影响分别

为正和负，对促进小农户自己经营和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工资性收入对小农户农地租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部分的讨论一致，工资性收入可

以看成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因此工资性收入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低，小农户越

倾向于租出土地；工资性收入对种植大户农地租入的影响显著为正，种植大户扩大农业生产规

模，主要是增加资本投入，即理论部分的固定成本投入，劳动投入增幅不大，劳动要素价格上升会

进一步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使得种植大户更愿意租入农地。2018 年的回归结果（表 4）

也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不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中，户主的年龄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呈“倒 U 形”，即年龄较低和年龄较

高的农户不愿租出农地，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呈“正 U 形”，即年龄较低和年龄较高的农

户租入农地的意愿较大。在当前的环境下，农地依然被视为保障生存的重要手段（张锦华等，

2016；徐志刚等，2018）。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机会不断下降，很多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选择从事

农业生产。户主性别对小农户租出农地和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都不显著，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农户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较高（Carlsen 等，2016；Mueller 等，2017）有关。因为务农的机

会成本增加，使其对农地流转呈现正的影响。家庭总人数对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显著为负，即

规模越大的家庭，其租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小，在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大量

外出劳动力回流到当地就近就业，兼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规模较大的家庭，更易将家庭的闲暇

拼凑起来，将已有的农地投入农业生产，而不是租出农地。村庄劳动力外出率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不显著，村庄地貌特征对小农户租出农地和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影响显著为负，平原和盆地农

地流转机率更大，丘陵、山区及高原地貌的农地流转可能性较低，这与农地地貌的类型是否适合

机械化耕种有关，即在劳动要素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往往会增加资本投

入，而资本投入与地形地貌是否适合机械化有关，平原和盆地往往更适合机械生产或者农业生

产规模化。

（二）异质性分析

我国农业生产异质性特别明显，区域不同，补贴的范围和强度也不同，例如东北和内蒙古关

于水稻、玉米及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新疆的棉花补贴等，其补贴的金额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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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产区和非主产区①讨论补贴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异质性。

回归结果显示（表 5），在区分了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后，资本类补贴对小农户租出农地意愿的

影响不显著，在主产区资本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非主产区资本

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行为的正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

主产区地区由于区域禀赋的原因可能并不适合农业生产规模化，二是在非主产区的非农产业比

较发达，农户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此时提供更多的资本类补贴并不会刺激种植大户扩大规模。

普惠类补贴对主产区小农户租出农地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非主产区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正影响

则不显著。
 

表 5    异质性分析

2011 年 2018 年

（1） （2） （3） （4） （5） （6） （7） （8）

主产区 非主产区 主产区 非主产区 主产区 非主产区 主产区 非主产区

农地租出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入

奖励类补贴 −0.5318** −0.2980*** 0.0131 −0.0019 0.0364 0.0032 0.1061 −0.0532
（0.2523） （0.0959） （0.0197） （0.0107） （0.0587） （0.0564） （0.1997） （0.0819）

资本类补贴 0.0131 −0.0019 0.4939** 0.1442

（0.0197） （0.0107） （0.2437） （0.6943）

普惠类补贴 0.0607 0.0754 0.2489** 1.1355

（0.1106） （0.0587） （0.1042） （0.8464）

工资性收入 0.0501*** 0.0442*** −0.0232* −0.0112 0.2664** 0.1301 −0.0134 0.4274
（0.0094） （0.0063） （0.0129） （0.0103） （0.1084） （0.1398） （0.0330） （0.6466）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6917* 0.0042 −1.6069** −0.5494 −1.5458*** −1.4176*** 1.8352** −1.0041

（0.3856） （0.3739） （0.7845） （0.9604） （0.2962） （0.3766） （0.7535） （1.0025）

　　注：表 5 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回归结果，农地租出为小农户样本，农地租入为种植大户样本（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故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6）。采用 OLS 回归方法讨论农业补

贴在农地流转中的作用，由于一些大城市政策强度高于一般农区，造成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

影响存在偏误，故表 6 中列出了去除一线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改变回归方法和回归样本的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奖励类补贴对农地流转产生了负效应，资本类补贴对农地流转则产

生了正效应，普惠类补贴的存在也会促进农地流转。

表 6    稳健性分析

OLS 去掉大城市

2011 年 2018 年 2011 年 2018 年

（1） （2） （3） （4） （5） （6） （7） （8）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奖励类补贴 −0.0436*** −0.00003 0.0288 −0.0624 −0.4240** −0.0045 −0.004 −0.0494
（0.0147） （0.0034） （0.0678） （0.0988） （0.1706） （0.0116） （0.0431） （0.0594）

资本类补贴 0.0200** 0.9138* 0.0632* 0.4055*

（0.0086） （0.4883） （0.0350） （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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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划分参考财政部 2003 年 12 月下发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依据各地主要农产品

的产量等主要指标，进一步界定了农业主产区及粮食主产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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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文章将现有的农业补贴分成普惠类补贴、资本类补贴及奖励类补贴三类，构建了两类农户

的农地流转决策模型，并利用 2011 年和 2018 年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农业补贴对于农

地流转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资本类补贴降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促进了种植大户生产规模的扩张；奖励类补

贴类似于效率工资，抑制了小农户农地租出或者在租出农地的过程中抬高租金，使得奖励类补

贴对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促进效果大打折扣；普惠类补贴则类似于生息资产使得农民能持有红

利，且对农地流转具有促进作用。

（2）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即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工资性收入越高

机会成本越大，小农户越愿意租出农地；当种植大户扩大规模时，主要是增加资本投入，劳动雇

佣增幅并不大，在小农户农地租出意愿增强的条件下，往往会促进种植大户的农地租入。

（3）农地流转与农户的家庭规模和农地的地形地貌有关；具体而言，家庭规模越大，越不容

易发生农地流转，平原和盆地农地流转的可能性更大。

（4）分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来看，在非主产区资本类补贴和普惠类补贴对种植大户租入

农地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与非主产区地区的区域禀赋和非农产业比较发达有关，使

得非主产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综上所述，首先，我国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力度虽然有所扩大和提高，但农户所得到的农业补

贴金额并不高，并且现有的补贴对小农户和种植大户的影响并不一致，造成了我国农业补贴对

农地流转的促进和抑制效应并存，进而导致了补贴在提高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方面的作用

并不明显。其次，如果保持现有小农户的生产规模，奖励类补贴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增

加收入，改变农业生产亏损的现状；但是在 WTO 框架下，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和农业

生产成本快速增长并存的背景下，补贴能带来的农户收入增长毕竟有限，不足以改变农业生产

收益较低的格局。同时，非农就业收益的日益增长，奖励类补贴对增加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积极

性的作用并不大，反而其对农地流转的负效应会降低种植大户租入农地的意愿，进而抑制农业

生产现代化。资本类补贴降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成本，也增加了农户的收益，在劳动成本日益

上涨的背景下，资本类补贴对于农业现代化是有益的，因而在农业补贴设置时可以适当向资本

类补贴倾斜，以促进农地流转和激发乡村活力。普惠类补贴虽然不影响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

相对收入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但是普惠类补贴往往与农地是否投入农业生产挂钩，其

对农地流转具有正效用，从而这也是减少撂荒的一种有效途径。最后，我国农业生产与区域禀赋

 

续表 6    稳健性分析

OLS 去掉大城市

2011 年 2018 年 2011 年 2018 年

（1） （2） （3） （4） （5） （6） （7） （8）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农地租出 农地租入

普惠类补贴 0.1136 0.5180*** 0.0627 0.2732***

（0.0877） （0.1995） （0.0561） （0.1017）

工资性收入 0.0155*** −0.0068** 0.4056*** −0.0125 0.0476*** −0.0435*** 0.3051*** −0.0098
（0.0015） （0.0033） （0.1487） （0.0578） （0.0066） （0.0133） （0.0931） （0.0337）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3698*** 0.0341 0.0408 0.7609*** −0.0765 −1.8288** −1.4078*** 0.7396

（0.0855） （0.2342） （0.0540） （0.1898） （0.3227） （0.7496） （0.2427） （0.5777）

7 686 1 891 5 676 764 4 903 1 191 5 378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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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农地禀赋具有一定关联，因而在设置补贴时要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并结合区域的相对优

势，以更好地提高农户收入和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

　　* 本文同时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校 CXJJ-

2019-435）的资助，作者衷心感谢第三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与会者、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宝贵意见

及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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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ubsidies, Relative Prices of Factors and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Wu Fangwei1，2,  Kang Jiaojiao1，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Farmer and Rural Society in China，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the scope and scale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have been expanding，but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m-

proved，and agricultural land fragmentation，too small scale and low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not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natur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xist-

ing agricultural subsid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sive, capital and incentive,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im-

pact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on the relative price of factors and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A Survey of Thousands of Villages in China” in 2011-2018,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ate of small-scale farmers’ land rental is on the decline, the rate of independent management and aban-

donment is on the rise, while the rate of large-scale farmers’ land rental is on the ris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apital subsidies reduce the price of capital relative to labor,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capit-

al input, and then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large-scale farmers to rent in farmland; incentive subsidies are

similar to efficiency wages, which increase the inco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lative to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educe the willingness of small-scale farmers to rent out farmland, or raise the rent of farmlan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so that the cost of large-scale farmers renting farmland increases, and incentive sub-

sidies’ promoting effect on large-scale farmers’ renting farmland decreases; inclusive subsidies are similar to

the dividend generated by interest earning assets, which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Farmers’ wage income is the opportunity cost for farmers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high-

er the wage income is，the more willing small farmers are to rent out farmland.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subsidies,when large farmers expand the scale，they mainly 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 but not raise labor em-

ployment，so higher wage income often promotes large farmers to rent in farmland. Because of regional en-

dow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in non-main

production areas. Therefor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apital subsidies and inclusive subsidies on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re not significant in non-main production area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relative prices of factors ；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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